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银行诞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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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长征路上的国家银行
编入“中央纵队第15大队”，随军长征突围。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匆促撤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等14人和财政部一起被编为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一开始根据指示，国家银行要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纸币，甚至印钞票的石印机、铸币机等笨重物资打包100多担必须带走，随行配备一个警卫连，100多名运输工。后因战争形势恶劣，逐步减除辎重，轻装前行，只带黄金和白银行军。
长征途中，毛泽民兼任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国家银行还承担着没收土豪、军阀、官僚资产，负责红军军需供应的重任。
遵义12天发行“红军票”。长征途中，国家银行仅在遵义发行过一次纸币——“红军票”。1935年1月，红军成功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有了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难得的休整机会，急需物资补给。当时贵州食盐被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价格昂贵。红军将没收军阀王家烈所获的大批食盐移交到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毛泽民看到这批食盐顿时明白这是一次独立发行货币的好机会，在中央苏区应对银元挤兑事件的经验告诉他，以紧要物资保证，就能顺利发行和流通货币。
1935年1月12日，国家银行在遵义开业，以银元和紧缺的大量食盐为保证，发行以银元为本位，与银元一比一兑换的银币券纸币，俗称“红军票”，面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银币券上均有毛泽民亲笔签名。为方便群众随时购买急需物资和纸币兑换，国家银行特设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极大增强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和信任。
毛泽民快速组织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行动，在市面上将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遵义群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红军票。1斤盐在红军未到来前价格为1块银元，而1元“红军票”可买到7斤食盐，国家银行还以高价“红军票”收购群众手中的生活用品，这样一来，当地民众都乐意卖出自己的物品兑换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食盐，这使得“红军票”快速赢得了民心，在遵义短短的十几天顺利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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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开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连夜贴出布告，通知群众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部队撤离前一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摆上银元及布匹、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
2月下旬，为摆脱敌军的包围，红军二渡赤水、再进遵义城。为了不让群众吃亏，这次国家银行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兑换、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两日后，红军再次离开遵义，三渡赤水。
十、组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1935年，国家银行随长征队伍挺进云南，强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终于1935年11月到达长征的最后目的地陕北瓦窑堡。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参加长征的共14人，到达陕北的仅有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曹根全、钱希钧、仁远志、郭全水和莫钧涛8人，其余6人忠骨英魂永远留在了长征途中。
(一)国家银行到达陕北后，相继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5年11月下旬在瓦窑堡，国家银行总行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李青萍负责管库工作，张定繁任稽核科长，贺子珍为印刷所所长。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7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随中央领导机关迁至保安(今志丹县)，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迁驻延安。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随迁延安。
(二)发行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币。不同于蒋介石南京政府法币改革，服务于四大家族，公器私用;不同于蒋介石南京政府货币发行绑定外汇储备，出让金融主权;不同于蒋介石南京政府明火执仗地滥发法币，反复欺骗和剥削群众、蔑视和践踏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在陕北坚持以充实发行基金做准备发行货币，以苏区经济流通与人民群众生活便利所需供应货币，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搜刮白银的废两改元改革，及时向群众布告宣传，保存现金以防国民党政府收没，赤白贸易往来可以物易物，采取种种举措应对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与法币改革的巧取豪夺，保护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防止白银外流，发展根据地经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阶段，发行面额有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等纸币和布币。这一时期西北分行并未设立分支机构。西北分行除发行货币外，还积极开展存贷款业务和代理金库业务，存款细分了定期存款、往来存款、特别往来存款等，存款财政制度的统一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的一切款项收支往来均纳入金库，财政收入成为银行存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西北分行还积极向农民、小商贩以及合作社等发放贷款。中央西北办事处财政部直属金库，也称“苏维埃国库”，交由银行代理。1936年，先后建立了陕北金库及所属各县支库、陕甘省分库和陕甘宁省分库。各分支库均为独设或由其他单位代理业务。“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阶段，发行一元、二元两种面额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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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月25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发表，向全国人民表达红军将士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愿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政策和红军英勇抗敌的精神感召下，东北军肤施驻军与红军首先签订停战协定，并开通双方贸易市场，使用苏币，持法币须向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票币兑换处兑换苏币后使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大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致电，提出“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了上述建议。至此，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同年10月，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国家银行”名称正式结束。中国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金融事业新的斗争历程。(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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